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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哲学中历来有注重内在的道德心性修养、追求以道德人格的自我完

善和自我强化为主的内在超越的传统ꎬ成为一种“内圣之学”ꎮ 只是从南宋儒学开始了

“内在化”的转向ꎮ 造成南宋儒学这种“内在化”转向的主要原因ꎬ既有外在因素上女真

入侵和北宋灭亡引发的种种道德堕落的混乱、南宋政治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使道学家们

深感“内在化”道德重建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的影响ꎬ又有内部因素上来自南渡以后对王

安石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消极总结和儒学自身的内在化思维惯性所造成的“路径依

赖”的作用ꎮ 而南宋儒学开始的这种“内在化”取向此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又一步一步演

化为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品格和特性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后来的发展ꎮ
〔关键词〕南宋儒学ꎻ“内在化”转向ꎻ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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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中历来有注重内在的道德心性修养、追求以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

和自我强化为主的内在超越的传统ꎬ〔１〕这种关于自我道德的内在超越的思想也

可称之为“内圣之学”ꎮ 而所谓“内在化”就是指这种偏重于内在道德心性的修

养、以追求道德人格的内在超越为主的道德取向ꎮ 当然ꎬ传统儒学本来就重视人

的内在的道德心性的修养ꎬ注重“为己之学”ꎬ这对于挺立人的道德主体性ꎬ培养

人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责任意识ꎬ都是有积极意义的ꎮ 但是儒学又不可以简单地

化约为“内圣之学”ꎬ因为传统儒学还讲成己成物ꎬ追求内圣外王的统一之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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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从南宋儒学开始了“内在化”的转向ꎬ而南宋儒学开始的这种“内在化”取向

此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又一步一步演化为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品格和特性ꎬ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ꎮ

一

余英时曾认为当代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存在着“二度抽离”的研究偏差ꎬ其中

他说的“第二度抽离”即是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的现象ꎬ〔２〕 其所指应

该就是说人们的研究把关于内在道德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从宋代儒学特别

是“道学”中抽离了出来ꎬ把宋代儒学特别是“道学”看作仅仅是一种关于内在道

德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ꎮ 在我看来ꎬ余先生的批评虽然一反传统观念ꎬ而且

不够准确ꎬ但是其实它也无意中说破了一个事实ꎬ即宋代儒学特别是“道学”本
身的确已经演变为仅仅是一种关于内在道德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ꎮ 如前所

述ꎬ传统儒学本来就重视人的内在道德心性的修养ꎬ注重能够挺立人的道德主体

性的“为己之学”“内圣之学”ꎮ 然而ꎬ后世儒者往往把这一成己成物的合内外之

道相剥离ꎬ偏执于一端ꎬ尤其喜欢倡导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ꎬ以泛道德化的立场

去拷问和追寻自然、社会、人生等一切领域的合理性及其意义ꎬ过分突出了那些

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的超越思想和理想主义的价值ꎬ从而导致了以道德为中心的

精神世界与以生活为中心的现实世界的高度紧张和对峙ꎮ
不过ꎬ即使到了北宋儒学那里ꎬ周程之学作为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ꎬ在实际

生活层面上还多少保有内圣外王统一的理想ꎮ 学者们不仅关注内在的心性修

养ꎬ也对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有着强烈的向往ꎮ 如他们几乎都在熙宁变法的

初期对变法抱有热情的期许和积极的参与态度ꎬ正如朱熹所说:“新法之行ꎬ诸
公实共谋之ꎬ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ꎮ” 〔３〕 为此ꎬ二程也曾强调学者为学应以经

世致用为旨归:“学而无所用ꎬ学将何为也?” 〔４〕 “始于致知ꎬ智之事也ꎬ行所知而

其至ꎬ圣之事也ꎮ” 〔５〕 “穷经ꎬ将以致用也ꎮ 今世之号为穷经者ꎬ果能达于政

事专对之间乎?” 〔６〕 也正因为如此ꎬ余英时在其专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

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一再地强调从二程到朱熹的宋代道学家们不但主张

同时也积极参与了政治实践ꎬ而这也成为他反对当代宋代儒学研究中存在着的

“第二度抽离”即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的现象的主要原因ꎮ
然而ꎬ我们应该同样充分注意到的是ꎬ内圣外王的统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世界

的一个共同理想ꎬ宋代思想界的“新学”“浙学”等其它思潮也强烈地追求“内圣

外王的统一”ꎮ 实际上ꎬ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内圣外王的统一”的问

题ꎬ而是如何统一的问题ꎮ 就宋代道学来说ꎬ“内圣”是根本ꎬ“内圣外王的统一”
归根结底是要由“内圣”统一“外王”ꎮ 因此道学家们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外
王”与宋代思想界的“新学”“浙学”等其它思潮所主张和参与的“外王”是不同

的ꎬ它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以道德为中心的德治主义ꎮ 从二程到朱熹ꎬ宋代道学

的发展不断强化了这种“着眼于君德与道德动机的德治主义的儒家传统” 〔７〕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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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凸显了伦理道德规范作为终极价值的普遍性、绝对性意义ꎮ 他们习惯于

从一种抽象的普遍主义原则出发来思考和看待一切问题ꎬ把格物致知穷理尽性

作为根本的学问途径ꎬ也是一切行为的起点ꎬ而把“治国平天下”当作枝梢末节

的“治术”ꎬ充其量只是学问修养的实用处ꎮ 正如萧公权指出的:“理学家哲学思

想之内容互殊ꎬ而其政论则多相近ꎮ 约言之ꎬ皆以仁道为政治之根本ꎬ而以正心

诚意为治术之先图ꎮ” 〔８〕如程颢在宋神宗、王安石开始变法后ꎬ“每进见ꎬ必陈君

道以至诚仁爱为本ꎬ未尝一言及功利” 〔９〕ꎮ 神宗问“致治之要”ꎬ程颢也是大谈

“致治之要”在“正心诚意” “明善恶之归ꎬ辨忠邪之分” 〔１０〕ꎬ以至神宗也觉得其

“迂阔”ꎮ 另一著名保守派宰相司马光也宣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ꎮ” 〔１１〕朱熹不

仅明确地强调道德原则的至上性、优先性:“古之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ꎬ而天下

自服ꎬ王者之道也ꎮ” 〔１２〕“圣贤千言万语ꎬ只是教人明天理ꎬ灭人欲ꎮ” 〔１３〕而且把道

德与事功、义与利当作对立的两极:“凡日用常行应接事物之际ꎬ才有一毫利心ꎬ
便非王道ꎬ便是伯者之习ꎮ” 〔１４〕这样ꎬ程朱理学就以其道德理想主义所具有的精

神超越功能直接替代了外部世界的秩序建构和意义活动ꎬ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

实生活本身ꎮ 他们相信只要坚持以道义为中心的“内圣”ꎬ自然而然会有其事功

的“外王”实现ꎬ就像他们推崇的董仲舒所说的“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ꎬ明其道不

计其功” 〔１５〕ꎬ因为讲道义就一定会有事功ꎬ事功就在道义之中ꎬ这就如孟子所谓

“亦有仁义而已矣ꎬ何必曰利” 〔１６〕ꎮ 这种只讲道义、内圣ꎬ不讲事功、外王的道德

理想主义最终被化约为唯道德主义ꎮ 而当那些道德原则又被当作现成的、“不
被论证的”绝对真理时ꎬ其所包含的正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错误ꎬ不可不

察ꎮ 这正如叶适所批评的:“仁人正谊不谋利ꎬ明道不计功ꎮ 此语初看极好ꎬ细
看全疏阔ꎬ古人以利与人ꎬ而不自居其功ꎬ故道义光明ꎮ 后世儒者ꎬ行仲舒之论ꎬ
既无功利ꎬ则道义者ꎬ乃无用之虚语尔ꎮ” 〔１７〕可见ꎬ宋儒在形上学的哲学系统的构

建及内在的道德心性修养方面具有重大的创获ꎬ但在政治思想、社会治理等外王

方面仍不过搬演了«大学»«中庸»之正心诚意ꎬ«孟子»之尊王黜霸、仁义至上等

陈说ꎬ“而对于当时实际之政治问题则缺乏创新之贡献” 〔１８〕ꎮ
当然ꎬ这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固然在北宋程学中已经基本成型ꎬ但在当时

的思想界尚未产生重要影响ꎬ还只是一种非主流的、边缘性的思想倾向ꎬ“并没

有占据思想世界的制高点”ꎮ〔１９〕 到了南宋ꎬ特别是经过朱熹等人的努力ꎬ这份北

宋思想遗产不仅得到了传续ꎬ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ꎬ使北宋儒学还讲成己成

物、追求内圣外王统一之道的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在南宋发生了彻底的“内在

化”的转向(具体原因后面详述)ꎮ 所以宋代儒学所具有的“内在化”倾向ꎬ其中

的转折点正是发生在南宋ꎮ 正如美籍华裔学者刘子健在比较从北宋到南宋的思

想文化变化后指出的:“１１ 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ꎬ它开辟新的方向ꎬ
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ꎬ乐观而生机勃发ꎮ 与之相比ꎬ在 １２ 世纪ꎬ精英文化

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ꎮ 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

易怀旧和内省ꎬ态度温和ꎬ语气审慎ꎬ有时甚至是悲观ꎮ 一句话ꎬ北宋的特征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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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ꎬ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简言之ꎬ精英文化在发展ꎬ但其发展限

定在固有的范围之内ꎬ其创造力遭到了抑制ꎮ 正是在此意义上ꎬ本书认为ꎬ从 １２
世纪起ꎬ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ꎮ” 〔２０〕严格来说ꎬ南宋所开启的这种“内
在化”文化的趋向ꎬ主要体现在以儒学为中心的精英文化上ꎬ而在当时其它多种

不同的文化类型中ꎬ就不一定如此ꎮ 但是ꎬ随着南宋儒学特别是道学在南宋中后

期逐渐取得越来越重要的乃至最后是主要的、正统的地位和影响ꎬ其所具有的这

种“内在化”取向也一步步演化为此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品格和特性ꎮ

二

那么ꎬ为什么恰恰是在南宋儒学中会发生这种“内在化”的转向呢? 这可以

从内外因两方面去考察ꎮ
从外在因素来看ꎬ首先是女真入侵和北宋悲剧性的灭亡引发了人们内心前

所未有的震撼感和屈辱感ꎬ也使道学家们深感“内在化”道德重建的重要性和急

迫性ꎮ 北宋亡国后有极大一批士大夫投降变节、屈辱求生ꎮ 甚至南宋政府本身

为了自保ꎬ也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ꎬ对许多官员、将军的背叛行为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ꎬ或者接收、延用了大批品行可疑的官员、士大夫ꎮ 各种官员、士大夫们

在乱世中抛弃了一切道德顾忌的种种无耻行径ꎬ使人强烈地怀疑传统儒家原有

的道德教育和操守的有效性ꎮ 在这种局面下ꎬ南宋的道学家们不仅感到巨大的

道德愤慨ꎬ而且使他们相信ꎬ要拯救一个国家ꎬ仅有军事上的行动是不够的ꎬ更重

要的是要坚守道德原则ꎮ “在他们看来ꎬ唯一的出路便是道德重建”ꎮ〔２１〕 这样ꎬ
“内在化”的道德重建不单事关个人的自我完善和提升ꎬ更关涉整个社会国家的

恢复大业和“秩序重建”ꎮ 这样解决问题的思路最终还是回到了儒学所最一贯

重视和擅长的方法中ꎬ即着重从人的内在心理上来建构个体和社会生活的正当

性依据ꎮ 但是实际上ꎬ如何在社会历史的巨大动荡中真正有效地为人们的价值

迷失和行为失范提供正当性依据ꎬ绝不是仅靠“低头拱手以谈性命” 〔２２〕所能成就

的ꎮ
其次是南宋政治已发生的重大转变ꎮ 南宋政治发生的重大转变中ꎬ最大的

转变是北宋开启的政治改革和开放的大门逐渐关闭了ꎮ 随着北宋整个改革运动

的失败和北宋亡国ꎬ重新建立起来的南宋政权虽然号称承续北宋大统ꎬ但在国家

的政治生活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皇权的不断强化以

至独裁ꎬ使北宋曾形成的皇帝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局面难以再现ꎮ 北宋亡国

被普遍地归咎于熙宁变法运动及其余波的作用ꎬ因此ꎬ“变法”改革逐渐成为南

宋政治中的一个“禁忌”ꎬ“对改革措施的批评和毁弃增强了公众的保守主义倾

向ꎬ也造成了对任何改革的偏见的泛滥ꎮ 改革的大门关闭了ꎮ” 〔２３〕上至高宗

皇帝ꎬ下至保守派士大夫都一致地抨击“变法”ꎬ终于关闭了一切改革的大门ꎮ
政治改革大门的关闭所引起的一个最显著而重要的后果就是南宋政治在很

大程度上已阻断了从北宋已开启的“得君行道”、君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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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近世化”进程ꎮ 这实际上也等于阻断了士大夫特别是怀抱“得君行道”的理

想主义者们参与现实政治、追求“外王”治道的理想途径ꎬ使他们被迫转向并专

注于内在的自我道德修养ꎮ 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

向»一书中以大量的实例证明了从北宋到南宋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已发生了质

变ꎬ而这种变化的核心就是专制权力的扩张ꎬ总的来说是国家皇权变得越来越专

制以至独裁ꎮ 这种政治上的决定性变化深刻地影响甚至覆盖了此后的中国ꎮ〔２４〕

至少北宋时期通过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建立起来的士大夫的政治主体

地位已被日益强化的专制皇权一步步摧毁ꎬ“得君行道”的理想被碾压成了粉

末ꎮ 在这个意义上看ꎬ从北宋到南宋的政治文化的断裂性要大于连续性ꎮ 尽管

朱熹等人如余英时考证的仍抱持有与北宋人士同样的“得君行道”的外王期待ꎬ
但南宋政治权力结构的运行机制已难以提供这种期待的落地机会ꎬ使其终究只

是个理想ꎮ 如朱熹就对于南宋以来高宗刻意提高君权一事ꎬ尤其抱着很深的忧

虑ꎮ 此意特见于他和门人讨论“君臣悬绝”的问题ꎮ 他说:
这也只自渡江后ꎬ君臣之势方一向悬绝、无相亲之意ꎬ故如此ꎮ 古之君

臣所以事事做得成ꎬ缘是亲爱一体ꎮ 因说虏人(按:指金人)初起时ꎬ其酋长

与部落都无分别ꎬ同坐同饮ꎬ相为戏舞ꎬ所以做得事ꎮ〔２５〕

从古人、金人的君臣一体ꎬ联想到如今的君臣“悬绝”ꎬ朱熹显然充满了无奈

甚至绝望ꎮ 而对这种君权独揽、君臣悬绝后所造成的“得君行道”的困境ꎬ从朱

熹本人及其同代人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一再地希望凭借向皇帝上书、“登对”
“轮对”等机会能再次实现“得君行道”而始终未能成功“遇合”的实例中可以得

到体现ꎮ 这样ꎬ在儒者们看来ꎬ既然“得君行道”的“遇合”难以再现ꎬ“外王”的治

道事功自然难以展开ꎬ他们只好知难而退ꎬ从“王安石时代”“内圣”与“外王”并
重的状态返回到以“内圣”为主的状态中去ꎬ“总的来说ꎬ新儒家哲学倾向于强调

儒家道德理想中内向的一面ꎬ强调内省的训练ꎬ强调深植于个体人心当中的内在

化的道德观念ꎬ而非社会模式的政治秩序架构当中的道德观念ꎮ” 〔２６〕南宋儒学的

这种“内在化”的道德取向ꎬ尽管具有通过个体生命的切身体验实现道德自觉而

努力高扬道德的主体性ꎬ有助于发现人的具有“近世化”特征的主体性地位和价

值ꎬ但是它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体道德修养的层面上ꎬ而缺乏对如何从“内圣”返
回“外王”的切实路径、社会治理秩序的整体重建等无法提供任何具体可操作性

策略ꎬ他们还是走不出内在心性修养的封闭性的内循环系统ꎮ

三

从内部因素来看ꎬ首先一个强烈地刺激了南宋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内在

化”的内部因素是来自南渡以后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消极总结ꎮ 南

宋初期ꎬ不论是否出于公心ꎬ许多知识分子都将北宋的衰亡归咎于熙宁变法ꎬ而
那些当权者和本来就反对变法的保守派更是趁机把王安石及其变法运动当作替

罪羊ꎬ指责其为北宋亡国的主因ꎮ 在他们看来ꎬ王安石的最大问题恰恰就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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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问题ꎮ 他们说ꎬ“安石心术不正ꎬ为害最大ꎬ盖已坏了天下人心术”ꎬ“安石顺

其利欲之心ꎬ使人迷其常性ꎬ久而不自知” 〔２７〕ꎮ 也就是说ꎬ他们认为王安石变法

及其新学的最大弊病就在于舍本逐末ꎬ未能懂得天下国家的根本在人心ꎬ因而其

变法的结果是忽视人的内在心性修养ꎬ只去追求外在的利欲ꎬ从而坏了人心ꎬ导
致了社会政治领域的种种祸患乃至亡国ꎮ 正因为如此ꎬ道学家们从中总结出所

谓的经验教训就是要拨乱反正ꎬ将重建社会秩序的重心从社会政治活动转向内

在的心性修养ꎮ 他们提出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路ꎬ不仅可以完成人格的修养

和人性的实现ꎬ更可以达成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建构ꎮ 朱熹说:“治道必本于正

心、修身ꎬ实见得恁地ꎬ然后从这里做出ꎮ” 〔２８〕“明德为本ꎬ新民为末ꎮ 本始所

先ꎬ末终所后ꎮ” 〔２９〕他们不仅把内在的德性修养看作是外在经世济民功业的基

础ꎬ离开了这种内在的德性修养ꎬ外在的功业就无从谈起ꎬ而且进一步强化这一

思路并将其推向绝对化ꎬ认为有“内圣”必有“外王”ꎬ外王事功只是内在心性修

养的自然结果ꎬ以一种逻辑关系上的先后性直接取消了实然状态下的存在性ꎮ
朱熹说:“成己方能成物ꎬ成物在成己之中ꎬ须是如此推出ꎬ方能合义理ꎮ” 〔３０〕朱熹

还严辨“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ꎬ强调“学者须是为己ꎮ 圣人教人ꎬ只在«大
学»第一句‘明明德’上ꎮ” 〔３１〕 将“为己”作为最根本的立足点ꎬ并将其与“为人”
直接对立起来ꎬ他引用二程的话说:“君子儒为己ꎬ小人儒为人ꎮ” 〔３２〕 朱熹还一再

地把这种通过完全否定“为人之学”建构起来的“为己之学”称之为自己终生追

求的根本学问:他说他早年就“以先君子为余诲ꎬ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 〔３３〕ꎬ“熹
自少鄙拙ꎬ凡事不能及人ꎬ独闻古人为己之学而心窃好之ꎬ又以为是乃人之所当

为而力所可勉ꎬ遂委己从事焉ꎬ庶几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责ꎬ初不敢为异以求名

也ꎮ” 〔３４〕这些表明了朱熹已把为己之学作为儒学的本质内涵ꎬ“为己”成为整个

儒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重心ꎬ以至于不可避免具有了“空谈心性”之弊ꎬ陷入

“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循环之中ꎮ 也就是说ꎬ由于朱熹等道学家过度注重“为己”
的内圣之学ꎬ以至于整个“内圣外王”之道的宏大叙事ꎬ自始至终都只是在讲个

体内在的道德修养以及这种道德的榜样与感化作用而已ꎬ所谓“治国平天下”的
“外王”事功并不关注用何种手段具体地如何治理国家社会ꎬ而只把它看作在至

高的道德力量感召下会自然而然产生的反应ꎮ 最终“合内外之道”的理想只落

实为纯内向性的自我道德循环ꎬ完全不足以支撑起现实世界的良性运行和秩序

重建ꎮ
其次是儒学自身的内在化思维惯性会逐渐成为一种“路径依赖”ꎮ 对于儒

家学者来说ꎬ以“内圣”为主的取向并非完全来自外在因素的迫使ꎬ因为他们本

来就坚信“内圣”是“外王”必须具备的精神基础ꎮ 强调“外王”应以“内圣”作为

精神基础当然不错ꎬ尤其是南宋儒学的这种“内在化”的道德取向ꎬ具有通过个

体生命的切身体验实现道德自觉ꎬ从而努力高扬道德的主体性的道德理想主义

性质ꎮ 它很大程度上是唐宋社会文化转型的一种体现ꎬ即具有初步发现了人的

主体性地位和作用的“近世化”特征ꎮ 只是它还仅仅停留在伦理道德层面上ꎬ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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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限于道德“内在化”的个体主体性还是很容易重新沦为扼杀人自身的现实

存在的工具ꎮ 所以ꎬ尽管他们对如何达成“内圣”的方法有多种深刻的探讨ꎬ但
是他们在必须面对的如何从“内圣”转向“外王”这一新的课题时ꎬ却对如何从

“内圣”返回“外王”的切实路径、“外王”的具体可操作性策略等缺乏足够的深

入了解和研究ꎬ自然不可能提供出任何实质性的有效方案ꎮ 这样他们也就始终

只能在内在心性的修养上下功夫、打转转ꎬ形成了一个难以突破的封闭性内循环

的坚硬外壳ꎮ 所以ꎬ从二程到朱熹ꎬ“宋代新儒家在本质内省的学说当中浸润的

时间越长ꎬ对形而上学和宇宙论课题的思量越深刻ꎬ就越发难以转向平淡而客观

的社会现实ꎬ难以将其哲学理论与同样‘近’的实际联系起来去求验证ꎮ” 〔３５〕 宋

代儒学的这种内在化取向会逐渐成为“路径依赖”ꎬ即习惯性地着重在这种道德

心性修养上用功ꎬ而难以产生对现实事物的真正关切ꎮ 更可怕的是ꎬ宋代儒学家

们不仅没有能够对自身的根本缺陷有所认识和反省ꎬ而且往往还浸润陶醉于其

中自鸣得意、难以自拔:“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ꎬ而曰‘尽心知性’ꎻ居官者耻言

政事、书判ꎬ而曰‘学道爱人’ꎮ 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ꎬ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

已ꎮ” 〔３６〕甚至于“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ꎮ 三三两两ꎬ附耳而语ꎬ有同

告密ꎻ画界而立ꎬ一似结坛ꎬ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 〔３７〕ꎮ 这种所谓的“尽心知性”
的内向化修养ꎬ不仅于外“终于百事不理”ꎬ于内也不可能成为“醇儒”ꎬ反而完全

是腐儒ꎬ连成为正常人都难ꎮ 从这个意义上看ꎬ余英时所认为的宋代儒学研究中

存在的“第二度抽离”即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的现象ꎬ〔３８〕 其实是不准确

的ꎮ 因为据我们在上文中的考察ꎬ朱熹等道学家本身早已明确地将“道体”从道

学中抽离出来ꎬ也就是让“内圣”不但优先ꎬ而且进一步独立成为整个思想世界

里的唯一重心ꎬ从而完成了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第二度抽离”ꎮ 因此我们对于

这个“第二度抽离”问题应该这样来认识:首先是朱熹等道学家将“道德性命”作
为道学的全部内容ꎬ半自觉半被迫地割裂了“内圣”与“外王”的连续性ꎬ把整个

儒学化约为道德性命之学ꎮ 而后来的研究者们也大都步其后尘ꎬ进行了这种

“第二度抽离”ꎮ 所以ꎬ尽管南宋儒学包括道学心学都把“秩序重建”当作自己追

求的终极目标ꎬ承认“道学与政术是一体的两面”ꎬ也留下了很多对于“经世”“成
物”等外王与内圣贯通的言论ꎬ但是这些“应然”的认识并不影响其在如何达成

这种终极目标的路径上选择以“内在化”的道德自我修养作为唯一真实的基础ꎮ
南宋儒学各派包括道学和心学等都纷纷选择了通过心性道德的修养、个体生命

的自我完善最终走向“天下有道”的秩序重建之路ꎬ显然不是偶然的ꎮ 当然ꎬ其
中所包含的弊端和歧途ꎬ也远非在其自身的理论逻辑中能够得到解除ꎬ而需要寻

求能打破其内循环的突破途径ꎮ
由于南宋后期程朱道学影响的逐步扩大ꎬ尤其是南宋政权为了与北方的金

国政权争夺文化上的“正统”ꎬ南宋道学进而被授予了“正统”地位ꎬ从而也就使

其“内在化”的转变也带动、扩展为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化ꎬ正如刘子健所描述的:
“在错综复杂的整个转变过程中ꎬ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几乎从未得到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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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ꎮ 生命力在消退ꎬ首先是从政治领域ꎬ然后是从思想文化领域ꎬ接下来ꎬ这
种受压抑之后的谨小慎微的情绪向精英文化的其它领域弥散开去ꎮ 知识分子首

先发生变化ꎬ其他士大夫先是观望ꎬ而后跟进ꎮ 整个统治阶级也随着精英的转向

而转向ꎬ其影响逐渐波及到整个社会ꎮ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由此发生了永久性

的转变ꎮ” 〔３９〕人们普遍认为宋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此后数百年文化

的基本面貌ꎬ这其中应该也有这种过度“内在化”所带来的种种消极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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